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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与传播
1

李慧君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1083）

【摘 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外来思想译入与传播的成功典范，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译介与传播是

其在中国得以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环节。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译介与传播经历了自发、自觉、有组织地译介与传播

三个阶段，具有鲜明的实践性、选择性和革命性，促使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形成，推动了后期革命运动的发

展和党的成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与传播，从历史源头探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然性和

合理性，能为新时代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占领舆论高地提供理据支撑，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百年党史寻根提供

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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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百余年来对中国社会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外国思想理论，这一学说如何传入中国，进而成长为主流意识形态值

得深入探察。马克思主义在湖南地区的译介与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环节。

一、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译介传播的历史进程

“一部近代史，半部湖南书”，近现代百余年间，中国内乱不绝，外患频仍，一大批湖南人挺身而出，成就了“湘省士风，

云兴雷奋”、“举世无出其右”的景象，如梁启超所言“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
[1]
。二十世纪初，湖南早期“睁

眼看世界”的传播者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经历了自发、自觉和有组织地译介与传播三个阶

段，从 1902 年湖南武陵人罗大维翻译《社会主义》持续到 1927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早期传播全面陷入低潮。19 世纪末，最

初的民主革命思想从译文和译本开始传播。1897 年至 1898 年，维新派人士先后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众多译书机构，创办大量刊物

报纸，翻译出版相关译本读物。当时在湖南有《湘学新报》、《湘报》、《博文报》等，这些刊物刊登大量的翻译类作品，作

品内容包括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学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学说、时事政治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2]12-13

到世纪之交，湖南社会开始近代化转型，与此同时，官办学堂蓬勃兴起，近代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世风民气进一步发展，

湖湘知识分子群体较早觉醒，四大连续性人才群体结构形成。这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传播提供了经济、政治、组织、

人才各方面的条件。当时的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危机四伏，“救国图存”成为当时最为紧迫的社会问题，一大批仁人志士向海外

寻求救国良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走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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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译介与传播的第一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的自发译介与传播阶段，这一阶段的传播多为传播主体零散的

自发传播。这一阶段从 1902 年罗大维翻译《社会主义》延续到 1917 年 11 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902 年 4 月，湖南武陵人罗大

维翻译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所著的《社会主义》，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1902 年 8 月武陵人赵必振

翻译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幸德秋水的批判帝国主义的著述《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同年 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赵必

振所译《社会主义广长舌》，宣传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1903 年 8 月赵必振所译日本福田准造的《近世

社会主义》出版，在当时属于最为详尽地介绍社会主义的各个流派与思想的译著，被誉为“近代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

一部译著”，赵必振被誉为中国“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人”。
[3]
这一阶段的译介多为译介者的自发行为，虽然零散不成体系，

但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随着湖南教育近代化的步伐，一批有近代化意向的知识分子出现，湘学会、南学会、华兴会、

共和协会等社团组织不断涌现，先进的湖南人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纷纷走上

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与此同时，湖湘学术与人才中心伴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湖湘知识分子群体较早地接触到西方民主思想，催

生了湖南“革命群体”的形成。这一阶段的传播以译介马克思主义著述为主，译介主体包括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进步知识分

子、无政府主义者等。在湖南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开始翻译马克思学说，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早期

译介传播的主力军。这一时期，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在湖南兴起，当地商品经济得到发展，随之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工人

阶级。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显示出自己的强大力量，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奠定了阶级基础。

第二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自觉译介与传播阶段，从 1917 年 11 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延续到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

立。这一阶段传播者开始有意识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李季、李达、蔡和森、杨昌济、毛泽东等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翻译

和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五四”以前 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文章里涉及或译介过马克思主义

学说的一鳞半爪。这些虽然也传入湖南，但未能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未对萌发中的工人运动产生实际影响。
[4]55

“五四”

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转折点，湖南地区翻译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队伍得到壮大，共产主义者开始大规模宣传共

产主义理论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真正形成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5]
1920 初毛泽东、何叔衡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成立俄罗斯

研究会，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成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蔡和森与毛泽东在思想和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

重大贡献，湖南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出现了崭新局面。
[6]
这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中译本出版，主要译自俄文和法

文，报纸杂志上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大幅增加。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通过“猛看猛译”先后翻译了《社会主

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共

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原著，在留法学生中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以书信形式直接向湖南输入《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

他依据《共产党宣言》的重要论述，结合中国实际来研究分析中国革命问题，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李季翻译《价值、价格及利润》、《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通俗资本论》、《法国革命史》、《社会经济

发展史》、《社会主义史》、《工团主义》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
[2]25-29

李达翻译《唯物史观解说》、《社

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7]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曾评价李达是“我

国有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

史观的专著。”
[8]
“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南的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与反帝反封建相结合的运动，运动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成立新民学会、俄罗斯研究会，创办了文化书社，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文化书社的成立对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翻译与传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文化书社缘起》指出：“只有苏俄的文化才能算是新文化，号召大家传

播这种新文化，使它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文化书社的重要任务是传播新文化，凡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刊，都在传

播之列。文化书社尤其注意推广销售《共产党宣言》、《马格斯经济学说》、《科学的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读物，还建议

读者组织“小小读书会”，交换阅读，交流心得，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途径。

第三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有组织地译介与传播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国化阶段。这一阶段从 1921 年 7 月中国

共产党成立开始，直至 1927 年 7 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湖南先进分子在实践中进行了多少次反复比较，最后终于找到了马克

思主义这个真理。据李达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思想准备非常之快，因为中国人民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教训，完全懂得别

的路不行，非走俄国人的路不可。”
[9]
这一时期国内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队伍得以壮大，李达、任弼时、李立三、罗亦龙等是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1921 年李达翻译马克思经济学基础著作《资本论入门》，1923 年翻译《德国劳工党纲领栏外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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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撰写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详细介绍《共产党宣言》；此后他还翻译出版《反杜林论》、《马克思经济学基础》。任弼

时翻译列宁的《中国战争》，与一峰合译《马克思主义浅说》。李立三翻译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罗亦农翻译《世

界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等。
[2]27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积极发展党员，10 月 10 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

后，迅即从多方面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同年湖南自修大学在原船山学社旧址创办，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马

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传播效果显著，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湖南早期译介传播的经验清楚地

表明谁是中国革命的主角和决定性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反复调研，从中国实际出发，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去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二、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译介与传播的鲜明特征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传播具有鲜明而生动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进入湖南传播就不仅仅只是被当作一种

纯粹的理论进行学术研究，而是被当作一种有鲜明实践性特色和救国效能的良方来指导社会的根本改造。马克思主义与湖南早

期先进分子炽热的“救亡图存”爱国情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最初被介绍到中国时，湖南的无产阶级尚未形成独立

的政治力量，还不具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当时湖南的有识之士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弊病，希望向西方寻求

医治这些弊病的方法。李达曾说：“当时我们就像在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痛苦的。”
[10]

俄国十月革命使中国看到了光明和希望，马克思主义来到了近代中国这片最适宜的土壤，种下传播的种子直至开花结果。当时

湖南有自己独特的现实需求，这种现实需求建立在湖南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发展的基础之上，促使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扎根。

马克思主义进入湖南地区之后与当地的工农学运动紧密结合，应用于当地的具体环境，成为当时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

利武器。1919 年共产国际和苏俄派遣代表来中国，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实践活动。
[11]
1920 年陈独秀将建党和起

草中国共产党宣言等情况告诉毛泽东，委托其在长沙建党，当年冬天，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在长沙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

年 10 月，成立中共湖南支部。
[12]1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国内六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同湖南工人

运动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突出优势，在实践中应用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早

期译介的内容选择和意义重构是早期译介影响下马克思学说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延续与重生的过程，早期传播者通过翻译调

适和传播取舍建构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思想内涵，进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揭示了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互

融和重构。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它在湖南译介传播的过程中所

展现的一直是这种实践性性格。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传播具有明显的选择性，这也使得早期译介传播整体上处于比较零散、碎片化的状态。早期

译介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塑造有着重要影响，湖湘文化崇尚经验理性和追求知行合一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早期译介将文本

的政治意义置于其他价值之上。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的初期，翻译文本的忠实度并不是最重要，译者(受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

影响)的摄取才是重要因素。
[13]
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尚未对中国产生直接影响，一些思想先进的进步人士开始选择性翻译马克

思主义。翻译过来的阶级斗争学说不单纯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学说，而是转化为实现社会变革的思想手段。如此马克

思主义传播初期在内容选择上具有较大随意性，翻译取舍和意义重构之间马克思主义各学说被拆解重组，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

经由翻译进入异质文化的重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马克思主义逐步融入中国文化，早期译介传播的内容逐步深入人心。“五四”

后湖南青年纷纷成立社团，以组织宣传演讲、辩论出刊等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早期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有限，当时人们还

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但早期译介传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不容小觑。湖南早期译介传播响应了转型时期湖南社会语

境的需求，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传播为其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接受奠定了思想基础，开启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湖南早期译介与传播的主体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和坚定的革命性。湖南早期译介传播主体既有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

者，又有无产阶级、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进步社会人士等。早期译介传播主体涌现出很多杰出代表，如赵必振、

萧三、李达、蔡和森、毛泽东、任弼时、罗亦农等，后期他们大多成长为党和革命事业的重要领导人。1902 年马克思主义在湖

南早早出场，并迅速借助于多种方式散播开来。早期传播主体通过创办报刊杂志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文献。五四运动

后，早期传播主体创办大量进步报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中主要传播阵地有《湘江评论》、《新湖南》、《湖南通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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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湘江评论》被公认为是五四时期湖南最出色的革命刊物
[14]

。早期传播者创办的新民学会、健学会、俄罗斯学会等，为宣

传马克思主义、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作用。
[12]72

早期传播主体开展的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等活动极大扩散了马克

思主义的传播范围，影响了后期的自治运动和工农学运动，如促成长沙行业工人多次大罢工、学生开展抵制日货活动等。在他

们的影响下，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初次接受者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后接受了它的主张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这使

得早期译介传播受体具有被动接受者和积极传播者的双重属性。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受体不仅包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包

括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毛泽东在受众的选择上，既注意到先进知识分子，又注重广大工农群众，给他们足够的尊重。恩格斯

认曾指出，“我们向他们提供了一种科学的解救方法，既然他们都会阅读和独立思考，他们很快就觉悟了并加入我们的队伍。”
[15]
早期译介传播的主力军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很多传播者以生命为代价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蔡和森长期在湖南

从事马克思主义译介传播活动，与毛泽东一起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受到很大限

制，蔡和森仍多方奔走组织工农运动，后不幸遭叛徒出卖被捕牺牲。毛泽东在致罗章龙的信中说自己把“用马克思主义改造社

会”作为立身信条。他冒着重重危险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主办党的理论刊物，撰文揭露军阀统治者的种种罪行，戳穿赵

恒惕政府的阴谋，表现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16]115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的开始时间早、译介成果多、传播范围广、后续影响大，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标本”

之一。早期译介传播明确地服务于历史和社会需求，回答了当时广大工农民众关心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湖南被普遍接受

和广泛传播。湖南先进知识分子注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学习和传播，通过“马列主义原本，大大改善了人民对马克思

主义真谛的理解”
[17]

。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内容上是全面、准确、深刻的，既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特点，也具有长远历史

眼光。早期传播也具有一定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同传播主体取舍不同，侧重点不一样，带有较强主观性，导

致早期传播内容各有侧重，对错搀杂。二是湖南早期传播者立场各异，目的不同，传播效果参差不齐。
[18]36

译介者除了无产阶级，

早期传播者既有外交官，又有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

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明显存在偏差。
[16]91

三是传播初期译文底本主要来自日本渠道，它们大多是转译而来，转译过程中难免

存在误译、漏译，直接从英文、德文、法文翻译过来的著述很少。日本渠道是早期湖南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这种情况

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逐渐改善。
[18]37

尽管如此，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活动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做出不可磨

灭的重大贡献。

三、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译介与传播的效果与启示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与传播为后期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湖南是马克思主义

早期传播的重要源头，这一地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译介和传播界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初语境。湖南早期对马克思和马克

思主义学说所作的介绍宣传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了解，为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和深入传播做了必要的铺垫。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著述在湖南的传播有限，加之第二国际歪曲马克思主义，把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排斥在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以外，把民族问题限制在“文明”民族的狭隘圈子之内，人们很难有机会接受和理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

义的传播经历了与反动思想的三次大论战，逐步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早期译介传播活动的广泛宣传和大

力普及，使人民群众的理论水平不断提高，革命斗志日益坚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将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早期译介传播促使湖南具有初步共产主义

思想的知识分子迅速完成世界观的转变，转化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并面向广大工人农民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马

克思主义满足了当时湖南社会“救亡图存”的理论需要，在湖南实现了与当地社会实践结合，催生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萌

芽的重要理论成果，产生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湖南地

区的早期传播有其不可多得的历史经验，有着切实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和民生疾苦的传播取向，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坚定马克思主

义信仰的传播中坚，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后期革命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促进了湖南地区工农学运动蓬勃发展。湖南的先进知识分子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

点后，便用它来观察中国社会，并投身到革命实践中去。毛泽东曾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

国’这个地盘。”
[19]
1921 年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在长沙正式成立，随之组织了 9次工人罢工。当时湖南农民大量加入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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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20]

在中共湖南支部指导下，工人夜校、工人补习学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全省各地广泛创

办起来，农协会员人数激增，工人农民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1926 年，湘江学校率先增设农运讲习班(29 人)，学制半年。据不

完全统计，从 1926 年冬至 1927 年 5 月，有浏阳、醴陵、岳阳、长沙、宁乡、湘乡、衡山、衡阳、常德等 30 多个县举办农运讲

习所、研究所和训练班。1926 年 12 月新化锡矿山矿工会夜校创办 16 班 600 多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开办工人夜校 7所，设

立 10 多处读书处，学员 2300 多人。1926 年 12月湖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人教育决议案》强调“全省总工会随

时开办工人运动训练班”、“各工会须尽量设立工人补习学校”、“各行业之公有产业，应酌量提拨开办工人补习学校或工人

子弟学校”。从长沙、安源发展到全省各地工厂、矿山和手工业，都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如长沙泥木工会、人力车工会、制笔

业工会、铅印活版工会等都创办了工人夜校或工人补习学校。1927 年 1 月省总工会创办的湖南工人运动讲习所，训练学员 80 多

人，由中共湖南党的负责人李维汉、郭亮、夏曦等任教，出版了《湖南工人运动讲习所》半月刊；创办工人俱乐部 4 处，工人

学校 9 所。
[4]226

马克思主义在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发展结合的同时，也推动了湖南学生运动发展壮大。湖南学生联合会表现了

坚强的战斗性，有力地推动了学生运动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传播。
[21]
1919 年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后，不断领导学生进行罢课。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当时湖南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张敬尧竭力遏制革命斗争的爆发，毛泽东紧密联系新民学会会员及各学校学生

骨干分子，广泛和新闻界、教育界人士交换看法，引导湖南人民支持北京学生，反对卖国外交。
[22]401

湖南留学生群体也是马克思

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力量，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地区的传播。毛泽东指出：“数十年来中国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

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就是明显

的例证。”
[23]
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早期译介传播加速了湖南地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和扩展。毛泽东和蔡和森对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组织纪律

的观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思想的萌芽，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湖南的

建党活动，在毛泽东、蔡和森建党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丰硕成果。1920 年春，毛泽东与李大钊、邓中夏等马克思主义者频繁接触，

5月，他与陈独秀多次讨论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改造湖南的问题。毛泽东后来说陈独秀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4]238

关于建党一事，

陈独秀确定“湖南由毛泽东负责”。1921 年 6 月，毛泽东、何叔衡赴上海，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
[4]68

此时，全国有党员 50余人，其中湘籍党员近 20 名，有李达、邓中夏、罗章龙、李启汉、林伯渠、何孟雄、缪伯

英、李中等人。会后，毛泽东、何叔衡回到湖南，积极发展党员。1921 年 10 月 10 日中共湖南支部建立。毛泽东回忆“那年十

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24]238

湖南支部有党员 10 人

以上，毛泽东任书记。湖南支部成立后，迅即从多方面开展工作，成为全党领导得力、组织严密、工作出色的地方组织之一。

陈独秀代表中央向党的“三大”作报告时特别指出，党的工作“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做得很好”。
[4]68-69

湖南党组织壮大后，

注重在马克思主义实践活动中教育民众树立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进一步巩固其思想和理论基础。如在列宁追悼大会、五

一国际劳动节游行大会、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五五马克思诞辰纪念大会、苏俄革命纪念大会、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大会等

重要纪念日委派党的负责人以大会主持人的身份作宣传讲演。在长沙举行的列宁追悼大会上，郭亮介绍列宁生平事迹和苏联社

会主义建设成就，在活动现场发行列宁纪念册 10000 份，散发宣传单和列宁像 5000 多份。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广泛深入传播推动了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形成，加速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湖南

革命者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洪流，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体现出当时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世风民

气。马克思主义作为极具战斗力的学说，对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有感召力。五四运动以后，在毛泽东、蔡和森等领导的湖

南学生联合会的推动下，长沙出版了 10 多种宣传新思想的刊物。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创刊号于 1919 年 7 月 14 日出版，

刊物形式上为报纸型四开一张，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和“新文艺”等栏目，《湘

江评论》的职责就在研究、传播和推行当前世界的革命新思潮。
[25]
1920 年以后，毛泽东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实践上成为马克

思主义者。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 1921 年新年大会上，毛泽东批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提出以布尔什维主义“改造中国

与世界”。他指出：“社会政策，是补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22]23

认识到这一点后，中国人民开始有效地从事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与领导人强烈感受到革

命理论对于指导革命的重要意义。湖南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有规模地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髓”被引介进

来。湖南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形成，这一群体的形成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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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早期传播者针对国情译介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扮演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桥梁的重要角色。他们在译介内容上超越前

期作品，大大加快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步伐，奠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与传播秉承

一贯的实践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由言语片段深入到思想精髓，由片面选择趋于全面译介，对于当时启蒙国民、建构价值

引领和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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